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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箭穿心》是一部反映小家
庭悲欢命运的国产电影。上世纪
90年代的武汉，在国企当厂办主任
的马学武，和妻子李宝莉、儿子小
宝搬进了企业分配的福利房。可
是新房并没有带来如期的幸福，反
而招致了一系列家庭变故：压抑的
丈夫在外寻求新的感情依托，妻子
愤懑之余，举报丈夫和第三者卖淫
嫖娼，丈夫因此身败名裂，成为下
岗对象。得知妻子举报的真相后，
他选择了跳河自尽，儿子小宝因此
对李宝莉心存怨恨。

宝莉的好友将这一切归咎于
他们新家的位置不吉利：楼下马
路 纵 横 ，风 水 上 叫“ 万 箭 穿 心 ”。
倔强的李宝莉偏不信邪，为了维
持 生 计 ，毅 然 去 市 场 做 了“ 女 扁
担”，帮人挑货为生。十年艰辛，
换来的却是儿子更深的疏离和决
绝的驱赶，更是让她尝尽了现实
中“万箭穿心”的滋味。

在这个不甘于向生活低头的
底层人物身上，道尽了琐碎生活
的温暖、苦痛与无奈。可是，从中
透露出的意蕴却引人深思。

丈夫马学武自杀，是多种原因
作用的结果。妻子的举报已经使
得他万念俱灰，而下岗的消息成为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值
得思考的是：妻子李宝莉的举报行

为与丈夫自杀之间有无刑法上的
因果关系？从直觉上，很多人会给
予否定性的回答，甚至会觉得这是
一个荒谬的问题。可是，如果对比
一下现实当中的案例，也许又会让
我们的思考更深入。

一名警察帮朋友“捉奸”，在
公务之外动用工作证件调取了朋
友妻子出轨的酒店视频监控。随
后，朋友用该监控敲诈勒索第三
者，导致第三者不堪重负服毒自
杀。这名警察的行为能否构成滥

用职权罪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认定警察违规调取
监控的行为与第三者自杀之间有
无因果关系？

对此，本案判决书给予了肯
定。原因是：第三者的死亡是“多
因一果”造成的，被告人滥用职权
调取监控的行为就是其中一个原
因。换句话说，法院认为警察滥
用职权的行为对第三者的死亡起
到了促进作用。的确，倘若用“没
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必要条件
关系来衡量，假如警察没有违规
调取监控，则该朋友就没有办法
勒索第三者，第三者当然也不会
自杀。这条逻辑推演貌似合理，
但如果简单套用这条规则，那么
因果关系的范围会被扩大许多。
因为，万事万物总是或多或少地
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考虑现实性
因素，几乎很多事件的源头都可
能被联系在一起。

反观影片，妻子李宝莉的举
报难道就没有对丈夫马学武的死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吗？按照厂
领导的说法，让马学武下岗的主
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出轨被抓的污
点。那么，我们假设另外一种场
景：妻子没有举报丈夫，丈夫的名
誉得以保全。以他在厂里担任主
任的地位来看，那一拨下岗潮不

会波及到他，他也不会去跳河自
尽。同样是多因一果，为什么影
片中妻子不需要承担过失致人死
亡的责任，而那名帮忙捉奸的警
察要被追究滥用职权的责任呢？

其中一个缘由或许在于人们
认为警察滥用职权的行为对第三
者死亡的作用力要“更大一点”。
倘 若 追 问 ，“ 更 大 ”的 标 准 是 什
么？或许又只能是一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自由心证罢了。所谓
的心证，本质上是人的一种主观
感受而已，不过这种主观感受被
束缚在证据范围之内，同时要受
到抽象的理性和抽象的良心“两
根支柱”的牵绊。

但是心证的形成，终究要受
到个人生活经验、认识能力以及
主观情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
同的人对同样的事实感受程度千
差 万 别 ，处 理 结 果 自 然 难 尽 相
同。这正是现实当中同案不同判
的根源所在。

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所要求的
“相同情况相同处遇”，人们又设计
出直接言词、法律推定、无罪推定
等司法原则，以及法律文书说理和
公开等技术性措施来试图给自由
心证套上枷锁。原因无他：在对司
法人员的心证进行有效约束的同
时，又避免陷入封建社会法定证据

制度的窠臼。可是，各种制度设计
依然难尽完美。至今，人们仍旧在
这条路上探索不止，亦如电影中李
宝莉多舛的人生途路。

影片中还有一个法律问题值
得探究。考上大学的儿子怨恨难
消，执意要断绝母子关系，这明显
有悖法律精神。但是，我们又不得
不承认，凡是涉及到亲情伦理类的
问题，法律的作用毕竟有限。因
为，即使李宝莉拿起法律武器胜
诉，回到自己的家，面对形同陌路
的儿子，又有多少意义？法律可以
帮助“李宝莉们”回家，却无法挽救
已经跌入冰点的稀薄情感。

正如“常回家看看”法律条款
所引起的社会争议一样：支持者
认为这则条款能帮助遏制不赡养
父母的恶行，反对者则认为这条
规定不具有执行力，而没有执行
力的法律只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
费。相较而言，我个人以为，反对
者的言论具有一定的现实考量意
义 。 毋 庸 置 疑 ，类 似“ 常 回 家 看
看”的法律规则，其运行的前提需
要建立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失
去亲情伦理内核的法条，即便可
以强制执行，恐怕也只能落得一
个徒有虚名的境地。

社会的进步，法律的确功不
可 没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法 律 万
能。在日益复杂精密的社会关系
中，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反而在
某 些 时 候 超 越 了 法 律 的 强 制 作
用。如何在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
之间把握一种微妙的平衡，对于
法律人而言，无疑也是一门需要
深度思量的课题。

琐碎生活中的法之意蕴
张录芳

徽州？黄山？有关安徽省黄
山市复名徽州市的呼声备受社会
各界关注。全国人大代表、黄山
市市长孔晓宏认为，徽州也好，黄
山也好，反映的都是这个地区的
文化标识。改与不改，徽州文化
都能得到传承，因为徽州文化体
系非常强大，不会被遗忘。他还
指出，地名更改有一套严格的程
序，“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不好去
打这个‘口水仗’，没什么意义”。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朱熹故里、徽商发祥地、明清社会
文化缩影的水墨徽州，是由千百
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地名，无怪乎
近些年来一直有呼吁黄山恢复徽
州的声音。当年徽州从婺源被两
度划出开始，又经历了绩溪被划
出、更名黄山等一次次折腾，多年
后 不 少 人 还 怀 着 深 切 的 徽 州 情
结，折射出人们灵魂深处难以割
舍的纠结。

以经济利益来驱动地名的修
改，这是近些年部分城市改名的
一大趋势，徽州改名黄山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但也不能否认，

“黄山”作为地名存在，毕竟 30 年
了，很多年轻人是在黄山名下成
长的，对于他们来说，黄山同样是
一种文化情结。当感慨出生和成
长于“徽州时代”的人，当地名的
变化带来了一种“被掏空了的感
觉”，同样，出生在“黄山时代”的
人，复名之下，会不会也有心理的

阵痛？黄山的称谓已经延续了 30 年之久，就算曾经是蹒跚
学步的幼儿，如今也已身处而立之年，虽说难与千年的历史
相比，但也不能简单以“一瞬”的说法抹杀。况且这 30 年
间，黄山努力打造的品牌形象，对当地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
也是有目共睹的。

当年“徽州”更名为“黄山”，之后黄山市在走向世界的
进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但也留下了“可惜从此无徽州”的深
深缺憾。探求文化的传承，找寻情感的寄托，本没有错。可
忽视地名更改可能牵涉的巨大社会成本、行政开支，一味追
求古韵古香，就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意气了。一
方面，地名不能且更不应该随意改来改去，加之行政区划的
限制，恢复“徽州”之名，恐怕并非是一件易事；另一方面，地
名更改涉及的社会开支不可小觑。举个例子，2010 年“襄
樊”更名“襄阳”，据说“修改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
行政成本就高达上亿元。如此巨额的行政开支，该由谁埋
单？财政支出过后，更名又能给当地民众带来多少收益，都
值得仔细权衡再三。

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也是重要的文化形态和
载体。地名存在的首要价值，应该服务于当地民众的日常
生活，如果纠正成本超乎想象，有时接受与面对反而是一个
次优选择；另一方面，地名更改与否，应该遵循“现实的归现
实，情怀的归情怀”这一原则，进行科学有效的规划与论证，
避免因一时兴起，造成公共开支的巨大浪费。

随着“徽州复名”话题的兴起，“把西安改回长安”“把沈
阳改回盛京”“把石家庄改回石门”等声音也流行起来。然
而，一阵舆论喧嚣后，能留下多少传承历史文化的印记，又
能留下多少徒成口水战的争执？有多少徽州可以重现，有
多少梦可以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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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幸拜读了王江先生新作《山水人》，一读再读，不
忍释手。《山水人》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感悟，广泛雅致的兴
趣爱好，都融于笔端，展现于作品中。在不事夸张、看似云
淡风轻的语言背后，有冷静精到的思考，蕴含人生哲学。

先生对风土人情的体悟和思考很有趣味：在崇尚“不自
由，毋宁死”的美国，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用枪炮在异
国土地播撒西方文明的战争亡灵们当真思考过献身的意
义？华尔街金融衍生产品，满世界兜售，金融危机一来，各
国都亏，自由欲望衍化为贪婪。而美国所谓的新闻自由，虽
对官场监督强悍，实际上也不啻是“割韭菜”。佛教发源地
印度，由于背离种性制度，佛教已基本灭绝。反观中国，儒、
道、释曾经和谐共处，占有不同的关系空间，呈现勃勃生机
活力；可当今，寺庙的高价门票，浓重的商业气息，正侵蚀着
心中的纯真……

尼泊尔崇拜尘世中的库玛丽女神，作者既能欣赏到女
神肃穆、庄严的眼光中所展现的守护力量之美，也能跳出欣
赏，为她今后能否过好凡常日子而担忧，丈量偶像与凡人、
崇拜与自由的距离。

《黄河落日》一文中，作者看到九曲黄河服帖顺溜，又怀
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波澜壮阔。过于顺从，是思想的桎
梏，人生的悲哀；独立思考，才有独立的人格。谁一辈子不
遭遇一些风浪，过几道沟沟坎坎？

王江的文章颇有鲁迅杂文的韵味，辩驳侃谈间，从笔端
流淌出的更多是对国家和民族最深沉的爱。鲁迅曾说：“我
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看似是对愚昧、
落后、不思反抗的中国人的绝望，甚至厌弃，实则是深爱，因
深爱才想要揭露黑暗面，以期点燃更多挽救中国的火种。
王江的多篇散文提及当下中国存在拜金盛行、环境恶化、权
力寻租等现象，甚至在观照各国发展现状时还有鲁迅式反
讽之言。比如提到剑桥学院的苹果树，说牛顿因苹果推演
出万有引力定律，乔布斯因苹果而使 iPad、iPhone 流行全
球，而中国人舌尖舔舔就知道哪个是蛇果，哪个是富士。初
读时，可能会觉得像是批判社会的“愤青”之作，然而细细品
味，其民族自豪感是刻在骨子里的。

《山水人》里的游记大致涵盖了祖国的特色山水，充分
展现了多彩的美丽中国，也有对珠串、核雕等文化遗产的深
情记录，以自己的收藏、品玩力行着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

陶渊明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恰如作者之
为人为文。作者的散文更以轻松、自然、充满生活气息见
长，似三五老友围炉夜话，娓娓道来。王江经历过“文革”浩
劫，在物质条件贫乏和周围人冷眼相待这样的双重困难中
度过青年时期。但，他没有因这些经历怨天尤人，而能以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边云卷云舒”的心态拥抱生活，
以乐观平和的笔触记录心路，实属不易。

黄庭坚称赞苏轼之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借用先生
文章中“哪儿的水土都养人，哪儿的月亮都阴晴圆缺”这句
话，王江先生，哪番行走都鲜活生动，哪般思绪都余味无穷。

性本爱丘山
俞波涛

现在人一旦犯了罪，先由警察
按照法律程序将其逮捕，然后录口
供，最后再由法官根据犯罪事实判
处其徒刑。古代也是一样，只是称
呼不同。古代逮捕叫“执”，口供叫

“辞”，判决叫“报”。
光从“执”“辞”“报”这三个简

化字上，已经很难看到法意的影
子 。 但 如 果 我 们 看 看“ 执 ”“ 辞 ”

“报”的繁体字，就都明白了。“执”
“报”的繁体字左边都有一个“幸”
字 ，即“ 執 ”和“ 報 ”。 我 们 知 道 ，

“幸”字在古代是没有一点幸福、幸
运的味道，它是一种束缚犯人的

“刑具”，类似今天的手铐。这一
点，甲骨文最为明显，它是将一个
人的双手捆在夹板中，两头又用绳
子系紧，这就是“幸”的象形字。古
代与“幸”字有关的字都与罪犯有
关，“执”“报”当然也不例外。

“执”字的甲骨文左边是一个
刑具“幸”字，右边是一个人双手伸
出，跪在那里，被“幸”铐住。它是
一个会意字，表示“拘捕的罪人”。
金文与之大同小异，只是被拘捕的

“人”与“刑具”分了开来，但手上仍
然带着刑具。小篆沿袭了金文字

形。到了楷书时，左边虽然仍是个
“幸”字，但右边发生了讹变，被铐
的“人”变成了一个“丸”字。现在
的“执”是“執”的一个简化字。《说
文解字》曰：“执，捕罪人也。”《韩非
子·外 储 说 左 下》：“ 卫 君 欲 执 孔
子。”《吕氏春秋·慎行》：“使执连
尹。”还有清代全祖望《梅花岭记》：

“被执至南门。”这里的“执”都是
“拘捕”“捉拿”的意思。由于“逮
捕”要握住人的手，所以“执”字又
引申出了“持”“拿”等义。《礼记·曾
子问》说：“执束帛。”《诗经·邶风·
击鼓》说：“执子之手。”《荀子·哀
公》说：“上车执辔。”这里的“执”都
是“拿”“握”的意思。

“报”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左边
是个刑具“幸”，中间是一个面向刑
具跪着的罪人，他的双手也被锁在
刑具中。右上角是一只人手，代表
押解罪人的狱卒。金文的形体沿
袭了甲骨文的形体结构，小篆的形
体结构和繁体“報”字也基本一致，
只是更加线条化了。我们现在使
用的“报”也是一个简化字。《说文
解字》曰：“报，当罪人也。”“当罪
人”就是“判决罪人”。《韩非子·五
蠹》也说：“报而罪之。”意思就是说

“判决并治他的罪”。《汉书·胡建
传》说：“辟报故不穷审。”《后汉书·
鲁恭传》说：“报囚。”注：“谓奏请报
决也。”这里的“报”都是报的本义

“判决”的意思。因为“判决犯人”
要向上司报告，所以“报”字又有了

“报告”“汇报”的引申义。《淮南子·

精神》说：“列子行泣报壶子。”《史
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求人可
使报秦者。”清·徐珂《清稗类钞·战
事 类》说 ：“ 一 日 晌 午 ，谍 报 敌 骑
至。”这里的“报”就不是“判决”而
是“报告”之意了。

至于“辞”，现代汉语中，一般
把“美丽的文词”称为“辞”，谁曾想
到，在远古时代，“辞”字原来是犯
人的口供。

《说文解字》曰：“辞，讼也。”我
查了一下《殷墟甲骨文字典》，里面
并没有收录“辞”字。细想一下，在
遥远的上古时代，奴隶主可以随意
买卖甚至杀戮奴隶，没有法律没有
法治，哪里有什么口供，统治者的
权力就是法律就是口供。这样看
来，甲骨文中没有“辞”字就是很正
常的事情了。

金文的“辞”字，已经是一个会
意字。它的左上边是一只手（爪），
左下边是用绳子拴着的一双手，右
边是个“司”字，表示一个人牵着一
个被绳子拴着的人去找专管狱讼
的有司录口供。小篆的形体把金
文右边的“司”换成了“辛”，但字义
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口供”的意

思。“辞”的繁体字“辭”字就是从小
篆沿袭过来的，我们从今天的“辭”
字上面还能看出一只手抓着戴有
刑具（手铐）的犯人去录口供的身
影。

《礼记·大学》说：“无情者不得
尽其辞。”《报任少卿书》说：“其次
不辱辞令。”《狱中杂记》说：“狱辞
无谋故者。”《断刑论下》说：“使犯
死者自春而穷其辞。”这里的“辞”
都是口供的意思。我们知道，录口
供，犯人讲话是一件很艺术的事
情，稍有不慎，就会差之毫厘谬以
千里，所以人们把在社交、外交等
场合能说会道有口才的人就称作
善于辞令了。《史记·屈原贾生列
传》中“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中的

“辞令”就属此例。
不仅如此，后来人们干脆把

大家之间正常交往的讲话也称作
“辞”了，《段太尉逸事状》 说：
“无伤也，请辞于军。”还有我们
现在说的“不善言辞”等等都是此
意。犯人录过口供后，充军也好，
杀头也罢，都要与亲人分别甚至永
别，所以善于引申的古人就又把

“辞”赋予了新意——“辞别”“分
别”之意。《吕氏春秋·士节》说：“过
北 郭 骚 之 门 而 辞 。”注 ：“ 辞 者 别
也。”北朝乐府《木兰诗》曰：“旦辞
爷娘去，暮宿黄河边。”还有唐朝
诗人李白诗句：“朝辞白帝彩云
间”“故人西辞黄鹤楼”等等，就
都是“辞别”之意。

“执”“辞”“报”：原是法言法语
刘绍义

编者按：清代与“正当防卫”相
似相关的“拒奸”立法，按防卫人性
别，有“妇女拒奸”条例和“男子拒
奸”条例，针对防卫人与侵害者的
身份关系，又衍生出“儿媳拒奸”等
特设条款。此类规定中既包含可
与“正当防卫”制度衔接的因素，又
有阻碍其落地生根的固有阻力。
详述相关规则的立法意图与司法
实践，或可作为今天的镜鉴。

清代儿媳拒奸致使其公公伤
亡案的判罚争议，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观察“义理伦常下的正当防
卫”的窗口，为此，笔者曾探讨嘉
庆十九年（1814 年）通过邢吴氏案
确立儿媳拒奸无罪、公公行奸有
罪的规定，及包世臣本着山东黄
某案对此前法规不近人情与判罚
不公的批评。然而，立法的日渐
明确并不意味着拒奸儿媳的权利
能够得到圆满保护，还应当关注
她们在自保求生与尊卑大义之间
的道德困境。

道光年间，孙原湘作《驳拒奸
议》，直指儿媳拒奸可免责的法规
未得其平。不平之处在于，“拒奸
伤翁”情节中，因其反抗的后果即
导致公公受伤，并不尽如人意，所
以抗拒方式、程度存在不妥，不够
深思熟虑，应受刑罚制裁。孙原
湘认为，面对公公的性侵企图，儿

媳应“婉转以求，继之以泣，不得，
请死于翁前可也：请死而得不死，
是幸也；请死而竟死，于妇道无亏
焉”。拒奸致公公受伤，说明儿媳

“处人伦之变，不先自尽其道，激
成强暴之势，不得谓之无罪”。

孙原湘大发议论，阐释的是
对作为晚辈、弱者的儿媳的应“于
妇道无亏”的高标准严要求。我
们设想一下：如其所言，则面临公
公强暴的突发威胁，儿媳必须一
退再退，要游刃有余选择劝说、求

死等非暴力的对策，不惜以自尽
来“感化”强奸者，又要达到拒奸
效果，不能令人得逞，以成全尊卑
名分。这样的难度岂不是太高？

对于强奸者即公公之罪，因
有立法在先，孙原湘也不否认此
为应判死罪的“兽行”。但他还是
强调，儿媳伤翁也是“人断不为”
的狠毒蔑伦——根据其理想的非
暴力拒奸策略为基础，伤翁即便
是出于拒奸，也不能宽宥，即儿媳
也应当科以死罪，以刑设教：“亲
不可殴，虽拒奸必死”。这才符合

“平，然后可以为法”的宗旨。
“夫妻”与“君臣”“父子”同列

为传统中国道德伦理结构中不可
颠覆的“三纲”。但“夫妻”关系是
后天形成，不同于父母子女之间
先天血缘。夫妻以义合，便有“义
绝”。何时“义绝”？就儿媳拒奸
情节而言，同情弱者的包世臣明
确指出，公公有强奸之举，便不配
再为尊长，儿媳为了抗拒强奸而
伤及强奸者，与因不孝而忤逆公
公，即便是同一“伤”，但法律评价
应迥然有别。更重视抽象的尊卑
名 分 的 孙 原 湘 则 坚 称 ：“ 翁 诚 兽
行，未成奸，义不当绝。”这是最大
限度地维持翁媳尊卑名分，也就
更苛求儿媳：只要公公强奸未遂，
其家长权力、尊长地位便仍能维
持；儿媳如强烈反抗造成公公受

伤，又成了以下犯上的逆伦。
卑幼无助如儿媳，在孙原湘

所设计的完美道德世界中，举步
维艰，动辄得咎。翁本有乱伦之
意，当然不必忌惮什么人伦。儿
媳假若只能口头拒奸，外人不知，
公公极有可能再找机会，一再逼
迫，那么，等待儿媳的就两条路：
一，同流合污；二，死而后已。

每一条路上，都有红颜薄命，
认命或不认命，终将零落成泥碾
作尘。

先说第二条路即看似可“留得
清白在人间”的以死抗争：《冷庐杂
识》载一则乾隆年间一起儿媳拒奸
案，儿媳抓伤公公面部，才使公公
中止犯罪，侥幸逃过一劫。但她却
害怕再次被逼奸，走投无路自尽。
可悲的在于，儿媳为了保全名节，
宁愿一死了之，有官员却以她生前
毕竟伤翁为由，不肯给她正名。这
在《折狱龟鉴补》的“犯奸”卷中转
载，题为“翁逼妇缢”。

同书的前一则，讲的是被逼
走上第一条路，勉从而又不甘的
儿媳，题为“奸媳淫女”。儿媳从
了公公，乱伦就是死罪，受道德责
备、刑罚加身，打上不守妇道的烙
印，而此案的节外生枝更唏嘘：东
氏女嫁入晏家为晏从义之妻，在
古人家族观念“同居共财”的要求
下，她随丈夫与公婆同住。公公

晏某起了色心，“挑之不从”，也就
是最初东氏是拒绝的，但“积久
难却，乃勉从之”。于是晏从义
一 出 差 ， 晏 某 夜 里 “ 必 入 媳
房”。儿媳恨得咬牙切齿，对外
却难以启齿。东氏的小姑子晏金
娘未婚，住在父母家中，某天晏
从义再出门，金娘被嫂嫂找来，同
宿 一 室 …… 如“ 奸 媳 淫 女 ”之 题
目，金娘事后羞愧自杀。问官定
东氏之罪：道德上“皆由于汝情可
恶”，刑罚上“乃坐东某于大辟”，
这位儿媳拒奸不成，万劫不复。

总之，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制度高扬个人的防卫权利，以保
障合法权益不受不法侵害，其在
清代并无充分生长的空间。清代
妇女面对孝道与贞节的冲突，面
临强大的社会压力及随之而来的
法制缺陷，往往进退维谷。嘉庆
朝 所 制 定 的 拒 奸 伤 翁 勿 论 规 则
中，虽有点滴人性的光芒，但在尊
卑名分几乎牢不可破的清代，立
法整体仍不容乐观。哪怕在强奸
者首先不顾伦常、翁媳理当恩断
义绝的“拒奸”情境中，儿媳的生
路也只有一线，而来自社会伦理
道德压力无处不在——孙原湘的
论述，在今人看来，不近人情，但
却说破了当时社会重贞节也重孝
道致使为人妻、为人媳者权利被
桎梏，在贞与孝冲突时无所适从。

正如《明刑管见录》中描述的
拒奸儿媳的悲惨与无助：“试思当
其翁调奸之时已无人伦，形同禽
兽，若其子妇从之，既失名节又不
能全生，及拒伤其翁，又干伦纪，
两不相顾之际，正忿不欲生之时，
妇人心思，既不能保其生自可全
其名，此中情节惨也。”

（未完待续）

每一条路上，都有红颜薄命
——清代“拒奸”案的罪与罚之一

张田田

“报”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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